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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化”与“适老化”在日常治理实践中的相遇，呈现出关于数字化想象的“悖论”。经由对数字适

老化实践工作的关注，可以观察到有关数字化治理过程中的现实困境并获得反思视角。数字适老化过程

中关于老年人主体诉求的“缺席”、“数字鸿沟”的扩大化以及数字技术的“超越性”等现象，从侧面

呈现出数字化治理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存在的不足。实现数字化治理的现代化与创新，首先需要“解蔽”

数字技术的日常性，洞悉技术风险；其次是重视治理在现实中的“转译”实践，而非一味追求数字技术

的“纯化”实践；最后要厘清数字技术与治理逻辑之间的关系与内涵，真正意义上实现“数字化”与“治

理”之间的有机结合，推动数字化治理的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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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ncounter of “digitalization” and “aged-friendly” in daily governance practice presents a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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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ox” about digital imagination. B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practical dilemma of digital aging, we 
can observ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digital governance and get a reflection perspec-
tive.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aging, the “absence” of the elderly’s main demands, the expansion of 
the “digital divide” and the “transcendence” of digital technology show the problems of digital go-
vernance in daily life practice. To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and innovation of digital governance, 
first of all, it is necessary to “decode” the daily nature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understand the tech-
nical risks; secondly, it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of governance in reali-
ty, rather than blindly pursuing the practice of “purif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Finally, we should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and connotation betwee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governance logic, realize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between “digit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in a real sense,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of digit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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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借孟加拉国关于“数字”和“现代”的极端案例提出：“有时候所谓数

字化的新东西内装的不过是旧粪便”[1]，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则以“系统性愚蠢”(systemic 
stupidity)以及“人工愚蠢”(artificial stupidity)等概念来哲学地表达了现代社会当中关于现代技术的发明，

究竟是人聪明的物化证明还是“聪明的愚蠢”这一悖反的事实[2]。不可否认，当今社会尤其是在城市社

会中，数字技术的观念想象早已渗入日常生活领域之中，有关“数字依赖”以及“数字鸿沟”的案例不

胜枚举。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数字化与现代化作为一组强关联词汇出现在治理领域的讨论中，经

由数字治理的技术手段来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能力的提升，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以及加速城市现代化建设

俨然成为了一套既定的思路。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客观现实，2021 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当中明确要求着力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这也意味着现代社会治理过程

中数字适老化的实践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关数字化的想象在数字适老化的实践过程中常常会遭遇来自生活领域中的“挑战”。通过民族志

的客观描述性实践活动，明确当前社会治理过程中数字适老化所遭遇的现实困境，对当前的数字化治理

进行哲学反思，理解现代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复杂生境，体察人们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境况。经由技术哲学

与人类学、管理学等相关领域的理论分析，以期通过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对新时期社会治理现代化与数字

适老化等相关问题作出建设性的思考。 

2. 数字化的想象：现代化治理与数字技术的现代性 

毋庸讳言，数字技术已经同“现代化”、“现代性”等词汇相互关联并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对

于数字技术“高效”、“便捷”、“现代”的想象亦随之浮现于人们的脑海中。然而，数字技术究竟为

何？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生活的数字世界可能是新的，但我们很

难细致地弄清楚新的方式是什么”[3]。保罗·爱德华兹(Paul Edwards)更是指出“成熟的技术系统常常会

隐退到自然化的背景当中，变得像树木、日光和泥土一样稀松平常，其貌不扬”[4]。所谓“大隐隐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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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早已融入日常生活领域，不易为人所察觉，经由现代社会治理的宣传与推广，它被视作“理所

当然”的工具被应用于社会治理实践当中。或许通过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谓的后视镜(Rear-view 
mirror)与反环境(anti-environment )才能够真正实现对数字化想象的认识与反思。 

2.1. 治理现代化与数字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5]。自 1956 年党的八大提出了“四个现代化”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布局

经历了多次不同的探索尝试，而有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要命题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

首次从国家政治层面明确提出。学者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则是国家现代化的最重要的手段，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水平直接决定了国家现代化的路径和可能”[6]。从社会领域的治理方式的发展历程来看，主要

经历了“管控–管理–治理”等一系列变化发展，2003 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

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重要转变。所谓社会管理

的模式是“自上而下”的视角，而治理则是强调多元协同。2017 年的十九大报告深化对治理现代化的探

索，提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7]。 
国际上有关“治理”的界定认为所谓治理“不是一套规则，也不是一项活动，而是过程；治理过程

的基础不在于控制，而是协调；治理牵涉公共部门，也涉及私人部门；治理并非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

的互动”[8]。国内学者指出，我国的治理现代化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治理现代化的道路，它具

有“‘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三治融合’的治理机制，

以及具备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社会治理形态”[9]。在这一治理范式的背景下，科

技赋能推进社会治理的数字化成为了必然趋势和重要治理手段，十九大提出的“数字中国”建设，显示

出数字化治理模式的兴起。学者们围绕数字治理开展探讨，分别强调政府基于数字化思维、数字化理念

开展治理活动，也有学者提出要聚焦数字基础设施治理、个体行为、集体行为以及组织形态的变迁，其

中“技术赋能”与“技术赋权”成为了数字治理过程中的关键机制[10]。综上所述，围绕治理现代化的时

代命题以及中国式治理现代化范式的思考，数字技术与治理现代化的联系已然密不可分，可以说数字化

治理成为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数字技术的现代性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明确指出，若要变成真正的“现代人”最主要的是对于“纯化”与“转

译”两种实践的割裂，然而从现代的制度框架来看很难言说我们已经“现代”了。数字技术如果作为纯

粹的技术而言，它可以通过纯化的实践而被“塑造”成现代性的指向与代言，但是当其经由“治理”而

被牵扯进生活领域的转译实践中，作为治理技术出现在生活领域之时，这就意味着数字技术也将陷入到

现代性的风险与“泥淖”之中不可自拔。“现代人确实认为技术就是一种纯粹的器械掌控术，科学仅仅

是纯粹的座驾与压模”[11]，因此当数字技术被“置于”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中的时候，数字技术的纯化实

践就不得不面对现代世界的另一半——“杂合化”的实践。因而数字技术的现代性所呈现的依旧是在本

体论层面所制造的有关现代的虚假断裂，当它游离在“纯化”与“转译”的两种实践之间时候，数字技

术的诸多“悖论”也将浮现于日常生活领域之中。 
前文提到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对孟加拉国有关“现代”和“数字”的极端案例的批判，孟加

拉政府因为过度宣传“数字化”(digital)，以至于当地俚语中所有关于“数字化”的事物都被当地人等同

于“现代化”事物，甚至连免费分发的一次性大便袋(Peepoo)都被他们称为“数字”大便袋[1]。由此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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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数字技术的实践会招致有关于现代化的想象，或者确切的可以称之为“数字化的想象”。通过孟加

拉的案例来看，当前国内的现代化治理过程中，如果不能正视数字技术的现代性风险，那么孟加拉国产

生的极端案例极有可能成为前车之鉴。当前国内的社会治理实践中，特别是涉及数字治理的实践案例当

中已经呈现出许多值得探索和商榷的问题，数字适老化的问题便是其中之一。现代化治理的进程中，数

字技术手段以及数字治理已然被“包装”成现代化治理的“代言人”。从技术的纯化实践看来，数字技

术的日新月异的确对社会发展有影响，有关于数字化的想象也是具有事实依据的。然而当数字技术关涉

现代化治理的逻辑层面之时，它就无法摆脱同生活领域与日常实践之间的“纠葛”，数字技术不得不介

入到“转译”实践来面对现实生活的“杂合”，从而揭开数字化想象的“面纱”。 
现代化治理在面对“数字时代”以及国内人口老龄化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其治理目标之中包含构建

老年友好型社会，推动数字适老化进程的发展。2017 年国务院印发并实施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中强调了改善民生和建设智能社会等战略目标和路径，使数字适老化成为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面向。数

字治理与适老化问题的结合可以从实践层面为研究者所观察，本文以数字适老化问题为切入视角，通过

对数字适老化的现状与问题的分析，哲学地反思数字化治理中的相关问题。 

3. 数字适老化实践中的困境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国内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2.6 亿，已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 18.7% 
[12]，随着老年人的规模持续快速增长，数字适老化问题不仅是现实领域的实际问题，同样也是现代化治

理当中所要直面的客观问题。本文通过民族志的客观性描述实践，对数字适老化实践的现状与存在的困

难进行概括和阐释，从日常生活实际的层面对数字适老化的实践困境进行介绍。 

3.1. “主客错置”的实践困境 

有学者指出，社会治理领域的集中体现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这是我国社会治理的根本价值

所在[13]。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是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主，一切技术手段当以服务人民为中心。江苏省

H 市的数字化治理实践中，当地社区以及众多的社会服务机构都为积极推动数字适老化服务的开展做出

巨大的努力，提出了许多相关的数字适老化的服务方案，当地社区也购置了大量的电子终端设备与基础

设施来推动数字适老化的实践工作。 
笔者曾参与江苏省 H 市某高校与当地社会服务机构联合组织的调查活动，内容是以入户访谈的形式

采集全市各个街道社区的老年人信息来完善数据库，其目的是为了推动数字适老化服务。调查中呈现出

如下问题：首先，调查人员指出老年人因为不熟悉数字终端设备，或者是因为设备老旧，所以他们无法

主动更新信息，这意味着日后的数据更新可能依旧需要依赖人员的入户统计与调查；其次，社区与社会

组织提供的数字化的服务形式对于老人而言并非必须，有老人表示很多时候这类数字化服务对于他们而

言反而是一种负担；最后，过分的重视数据资料的收集以及看重数字技术支持，有关提升老年人积极参

与数字适老化实践意愿的相关问题关注不足。彼得斯指出：“近年来，各种小型智能数字设备开始流行，

它们的外形如同黑匣子一样让用户对其内部技术不明就里，但其操作却需要用户动手动脑”[14]。有了全

新的数字技术设备以及各类数字技术的支持，却唯独缺少了主体参与意愿。 
所谓“数字化适老”并不是简单的将“数字”与“适老”概念进行拼凑叠加。追求数字化的覆盖率

以及数字技术的普及程度，忽视了老年人的主观感受，造成了主体的“缺席”，凸显了“数字本位”主

义的特征，进而呈现出“主客错置”的情况。数字适老化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核心

以人为本，在数字化推动适老化的过程中，若缺少“主体”的参与则数字技术的发展就失去了其现实意

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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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字鸿沟”视角下的现实困境 

“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与数字适老化方面的问题，有学者以数字技术的技术层面、使用主体层

面以及监督层面三个维度对老年人“数字鸿沟”现象进行研究，指出技术层面长期忽视老年群体，缺乏

建构性评估，没有真正做到对数字技术伦理编码与现实技术的负载，老年人处于被动[15]。前文中所谓的

“主客错置”表现出数字技术与老年人之间的不对称关系，而“数字鸿沟”则是有关数字化“中心——

边缘”结构的建构，特别是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其“晶态智力”(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的增长以及

“液态智力”(Fluid intelligence)的降低，使得他们对于新事物的学习能力很难与年轻人比较。 
现代化治理与数字治理的逻辑下，“数字鸿沟”在日常生活领域中被“再生产”出来。以江苏省 H

市以及黑龙江省 B 市的调查为例，可以看到所谓的“人工 + 智能”的数字适老化模式。自疫情出现以

来，为了确保群众健康安全防范疫情风险，各地都在进行核酸检测工作。在 B 市 2020 年年末的核酸检测

中，由于老人不能熟练使用手机应用程序，因而必须单独设置登记处填写相关信息才能进行检测，然而

直到 2022 年的核酸检测中，依然可以看到登记处存在。无独有偶，2022 年 4 月到 5 月期间，H 市根据

防疫要求，规定乘坐市内公交汽车的人员需要“扫码”才能乘车。公交车上面除了司机，还配有一位工

作人员随行负责登记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身份信息。B 市的当地老年人在遭遇数字化问题之时，通常先

找朋辈群体咨询，然后是求助社区工作人员。2021 年 B 市某社区在进行退休人员数据库更新的时候，由

于老人不会使用办公软件以及相关系统，最后是由社区工作人员收集资料再统一录入系统。 
基于治理以人为本的理念，现代化治理能够从民众的角度出发体现出我国治理现代化的特色，而从

数字化治理的视角观察，“人工 + 智能”的模式反而使得“数字鸿沟”不断地“扩大”。相较于“数字

化”选项而言，“人工”的选项通常会成为老年人的第一选择。所谓的“人工 + 智能”模式，事实上在

维持了数字化“体面”的同时，其代价则是现实层面通过增加人力成本来完成数字化治理的任务。其中

“数字鸿沟”最直观的感受是数字化的形式与内涵的分离，老年群体在数字化中进一步被“边缘”化。 

3.3. 数字适老化的文化困境 

文化的定义是指“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

其他才能和习性的复合体”[16]。技术可通过后天习得，而数字技术能否作为被老年人认同的文化却有待

商榷。诚然当今世界客观上已经步入了所谓的“数字化”时代，数字科技的浪潮正快速迅猛地席卷世界

的每一个角落，展现出了数字技术的“超越性”。然而文化变迁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老年人对于数字

科技的感知、接受度都直接关系到数字适老化的进程。调和数字的“超越性”与文化的“稳定性”之间

的关系是一项长期工作，数字适老化工作的开展首先要厘清一个基本的逻辑关系：究竟是要老年人顺应

数字化浪潮，还是数字技术服务老年人的“再社会化”与“数字化”的需要？如果不能够明晰其中的关

系，那么前文中提到的问题依然会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不断地出现。 
有学者认为，“适老”指适宜于老年人，顾及他们身心健康与发展诉求，而所谓的“适老”不是指

“偏老”[17]。“数字化”与“适老化”的“貌合神离”直接折射出文化实践的困境，文化是社会成员所

共有的，但是数字化却不是老年人的“必需品”。B 市的调查中，被访问的老年人的能够应付日常的数

字化实践，但是他们表示自己认为重要的不是设备，而是对于数字技术的掌握。有学者提出希望通过利

用 VR 虚拟仿真技术来加强异地生活的子女和父母之间的情感联系，开展数字适老化的服务。对此说法，

老人和子女都持否定态度，老人觉得这种设备对他们而言是浪费，子女觉得改善交流沟通问题不是仅靠

现代化的数字设备就能解决。2022 年 4 月黑龙江省的一些城市出现了所谓的“反向扫码”，方便老年人

出入公共场所。然而从网上的信息中了解到，这种“静态扫码”技术需要多方面的技术和资金支持，对

于技术要求很高，因此这项数字适老化的项目显然还无法真正投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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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数字科技的“超越性”在面对日常生活中文化的“稳定性”之时会产生文化实践的困境。

所谓困境本身并非文化与技术之间的“背道而驰”，而是由于数字技术“反超”文化所带来的问题。显

然，数字技术的“超越性”无法实现数字适老化的一蹴而就，就过程性而言，数字适老化若要摆困境则

需要回归到文化实践的“步调”，循序渐进的推动数字适老化的任务目标。 

4. 数字化治理的哲学反思 

斯塔尔(Starr)和鲍克尔(Bowler)通过“基础型倒置”(infrastructural inversion)来说明日常生活中不易察

觉的事物与道理，可能经由某些事件而显现出来[14]。数字技术的日常化使其隐蔽于生产实践之中，只有

当“数字化”与“适老化”遭遇之时，关于数字化想象的“悖论”方能于生活领域当中呈现出来，人们

才会意识到有关数字技术的哲学批判视角。数字适老化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面向之一，为了应对数

字时代与老龄化时代的双重挑战，数字适老化的实践无疑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最适合选项，与此同时，

数字化治理也成为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从学理层面还是从现实的实践层面来看，关于

数字化治理的哲学反思都具有重要意义。 

4.1. 解蔽数字技术的日常化 

进行对数字治理的哲学反思，首先要对数字技术的日常化进行“解蔽”，将数字技术从日常治理实

践之中暂时“抽离”。基于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有关于“违背”(breaching)的理论启发，通过聚焦

于“反常”的存在，可以看到社会现象背后所隐藏的真实。数字技术与“适老化”的“遭遇”所产生的

诸多问题正是这种“违背”的体现。从亚里士多德有关技术物体本质的一般性定义来看，技术物体自身

不具备任何赋予其活力的因果性，进而在这种本体论的支配下，技术研究一直被置于目的与方法的范畴

进行分析[18]。通过对于数字技术的日常性的“解蔽”，以便于观察数字化治理当中不易察觉的相关问题。

基础的数字设备，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数字设备已然成为了我们日常状态的一部分，丽莎·帕兹(Lisa Parts)
将这种不易察觉的情况称之为“基础性遮蔽”(infrastructural concealment) [19]。从数字适老化实践的问题

中可以发现在数字化治理的过程中，数字技术常以工具性的形态呈现于人们的视野当中，但是斯蒂格勒

通过“爱比米修斯的过失”提出人的起源以及技术作为补全人类的起源缺陷的代具，将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关于“延异”(Diffêrance)的概念来解释人与技术的关系，说明人与技术互为主体和客体[20]。 

重新回到有关数字化治理的讨论当中不难发现，数字技术其实不仅扮演了治理技术和手段的工具性

角色，同时在治理的过程性互动实践中作为参与者而加入其中。因为对于数字的日常化“习以为常”，

对日常治理实践问题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分析者更多关注的是“人”作为主体的互动实践。有关数字适

老化实践困境当中提及的“主客错置”的现象可以成为佐证。数字适老化过程中的主体——老年人的“被

动”参与，使得数字技术在作为治理技术手段出现在治理过程中时“反客为主”的成为了实践的“目标”。

通过收集相关信息完善数据库，经过大数据的分析，把老年人的信息与需求进行数据化处理，数据的精

细化与准确化以及数字技术手段的多样性成为了实践目的，反观本应作为服务对象主体的老年人却被置

于边缘。解蔽数字技术的日常化，其目的正是为了规避数字化治理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这一潜在风险。 

4.2. 反思数字化治理中数字技术的纯化实践 

“转译”(translation)与“纯化”(purification)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实践，现代性哲学对于“纯化”的过

分追求反而忽视了现实世界中的“杂合”现象。“转译”实现了自然与文化的混合，而“纯化”则创造

出不同的本体论领域，没有“转译”的实践，则“纯化”实践会变得毫无意义，但是失去“纯化”实践，

“转译”的工作则无足轻重[21]。数字技术之所以被视作现代文明进步的指向，离不开数字技术的“纯化”

实践，然而从数字化治理的反思视角来看，慎重审视数字技术的“纯化”实践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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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中有关数字技术的现代性的讨论可以看到，只有割裂“转译”和“纯化”的两种实践类型，人

们才有可能“现代”，但是拉图尔同时指出现代性的悖论恰恰在于人们越是关注“纯化”和不去思考现

实的杂合，现实的情况反而越复杂。同样，对数字技术的推崇备至反而使本体论层面制造更加深层的“断

裂”。与“现代化”、“现代性”、“文明”等概念相关联的数字技术伴随着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浪潮进

入人们的生活领域之中，通过对现代数字技术的不断“提纯”，不仅制造出有关数字化与数字技术的想

象，更重要的是制造出“现代”的方向。通过这种“纯化”实践，数字技术以及数字化得以成功的与“现

代化”实现“绑定”。没有数字技术的现代化治理仿佛失去了有关“现代”的正当性，正如孟加拉国派

发的一次性大便袋(Peepoo)只要加上“数字化”的词缀，它就成为了“现代”的。执着于“纯化”实践的

代价是使得现实中“杂合”的现象更为复杂。 
数字适老化的实践过程中所看到的“数字鸿沟”现象从侧面印证了上述的思考。“数字鸿沟”的相

关描述中，老年人群体实际上是被动的置于所谓的数字“边缘”的位置，但是从治理的实际过程来看，

出现的“人工 + 智能”处理模式却反映了数字化的纯化实践与治理实践之间的相互“妥协”。一方面，

数字化继续维持着关于现代化的指向性，呈现出治理的现代化技术水平；另一方面则是从现实层面，考

虑到老年人对于数字化的接受程度，治理过程中会通过老年人可以接受的方式来完成所谓的“数字化”

的相关工作。从前面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即使老年人群体被视作数字的“边缘”群体，但是在实践过程

中，基于治理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数字化治理中的纯化实践始终要向现实的转译实践做出“妥协”。

反思数字化治理过程中的纯化实践，结合数字适老化过程中的“数字鸿沟”现象可以看到，在现代化治

理的实践过程中，数字化治理不能一味地依靠数字技术的“纯化”实践，它还需要回归到治理层面有关

“转译”实践的关注，方才有可能破解数字适老化以及数字化治理过程中的现实问题。 

4.3. 数字化治理模式的反思 

基于整体性社会事实的视角来看，数字技术的纯化实践尽管在本体论层面制造了“断裂”，但就现

实层面而言，这种“断裂”会不断地被其他现实的“杂合”所填充。“技术比文化进化的更快。这就产

生了超前和落后，二者之间的张力就是构成时间的伸展的典型特征”[22]。作为整体的社会文化在遭遇数

字技术之时，数字技术将无法脱离社会文化而独立存在，犹如文本失去了读者，其价值与意义就不复存

在。回到有关现代社会的治理模式的探讨也同样如此，治理模式的现代化与创新离不开特有的社会文化

与在地化的情境。一旦失去了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以及在地化的实践领域，治理模式也就等同于无本之

木，无源之水。数字化治理模式亦是如此，一味追求“数字化”的超越性而忽视了在地化的情境实践，

也会陷入同样境地。 
不可否认，当前的现代化治理过程中，特别是有关数字化治理的创新实践中，对于数字技术的过度

依赖已成为研究者们反思批判的焦点。数字化治理模式的现代化和创新很多时候呈现出的是“数字化 + 
治理”的组合模式，在传统治理模式基础上嵌入数字技术手段，而“数字化”俨然成为了治理创新与现

代化的“万能灵药”。前文的个案中可以看到，在利用数字技术推进适老化的实践当中，数字技术的“超

越性”与文化实践的脱节会影响到数字适老化的实践工作，同时亦会对数字化治理制造许多困境。案例

当中将 VR 的仿真技术与所谓的“反向扫码”运用到适老化的服务当中不失为一个有益尝试，然而从治

理的效度与目的而言，这种尝试并没有考虑到老年人群体的接受度，忽视了老年人的日常文化实践。案

例中呈现出的“数字本位主义”及其“超越性”强调了对于现代化与创新性的塑造，却并未重视治理本

身所强调的互动性与过程性。 
基于对数字化治理模式的反思视角并结合相关适老化的案例可以看到，数字化治理模式的发展与创

新应当立足于社会文化实践与在地化，将“数字化”约化为“创新”和“现代”并将其与传统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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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拼凑的做法反而会影响数字化治理的创新实践。实现数字化治理的创新发展首先要对数字技术在治

理活动中的角色有清楚的认知，数字技术究竟是作为技术手段来辅助治理活动的开展，还是将数字技术

作为治理实践的主体之一？若是作为纯粹的技术手段，数字化治理的模式应从实际出发，基于日常治理

中的文化实践，通过“搁置”数字技术手段中的“超越性”，实现社会治理的现实目标。如果将数字技

术作为参与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则需考虑“人”与“技术”之间的互动实践，统筹协调多边关系来促

进数字化治理的过程创新，这种动态思考与组织过程所呈现出的正是数字化治理模式的创新实践。 

5. 结论 

“数字化时代”与“老龄化社会”成为现代社会治理必须面对的两个重要主题，因而在治理现代化

的进程当中，数字适老化成为了其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田野调查与民族志的文本描述可以看到当前数字

适老化的诸多实践困境，包括了老年人在数字化治理的活动中呈现出对于数字化治理的参与意愿不高，

数字化资源的占有不均以及数字技术的“超越性”与文化实践之间的分歧等问题。基于数字适老化的实

践困境的观察分析，能够对数字化治理提出哲学的反思。首先，由于数字技术的日常化，使得数字技术

得以“隐蔽”于日常语境当中。数字化治理过程中，对于数字技术存在本身的忽视会招致实际的风险；

其次，过分追求数字化治理中数字技术的“纯化”实践而忽视“转译”实践与现实世界的关联，会造成

数字化治理中形式与内涵的分离；最后，数字化治理并非是“数字化”与“治理”的简单堆砌，而是需

要回归治理内涵本身对于社会现实层面的关照，重新思考数字技术在其中的定位，实现数字化治理的现

代化与创新。 
通过对“数字化”与“适老化”在实践层面的“遭遇”所呈现出的关于数字化“悖论”的关注，借

由加芬克尔所述的有关“违背”(breaching)的聚焦，本文得以提出关于数字化治理的哲学反思。面对数字

时代和老龄化时代的到来，现代社会治理面对重重挑战。唯有直面当代人的实际生存境况，理解数字时

代老年人的现实处境，才有可能实现治理的现代化与实践创新。数字化治理的实践需摆脱对数字技术“纯

化”实践的执著，致力于强化治理与生活领域之间的联系，正视数字技术与治理逻辑之间的关系，方能

真正意义上实现数字化治理的创新，推动数字适老化实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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